追记芦、莘、厍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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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七七”芦沟桥事变五十周年的时日，老一辈的中国人，没有人会忘记当初八年抗战，烽火连天，日寇肆恶，无数善良人民惨死于敌军屠刀之下的情景。据已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武装部队于八年抗战中，伤亡达三百八十万人，人民死伤达一千八百余万人，财产损失在一千亿美元以上。就是日本侵略军，八年中死伤一百三十五万人，加上“九一八”以后大小战役中伤亡的，总数亦达一百五十万人。法西斯的罪恶，人们是永远不会忘却的。

芦沟桥事件，日本有识之士也认为决不是所谓单纯的突发事件，而是当时日本已经建立了法西斯体制，从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起，一直推行侵略政策的必然产物。为了不使悲剧重演，坚决反对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和军国主义化，粉碎其战争体制的形成，而且应尽早摘除危险的萌芽，这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八年抗战中，有计划的集体大屠杀，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案。一九四二年二月，日寇在吴江县东南地区制造了又一起大屠杀事件。其规模虽比不上南京大屠杀，但其惨状亦可称骇人听闻。吴江县原第六区所辖芦墟、莘塔、北厍、周庄四镇（现莘塔改为乡，周庄划归昆山），位于县境东南边缘，其四乡除与本县同里、黎里相邻外，又分别与嘉善、青浦、昆山及吴县接壤。全区河港纵横交叉，湖荡星罗棋布，为江南著名的水乡泽国。这里以往全靠船只出入，交通很不方便。淞沪战争后期，日寇在金山卫强行登陆，国军向西撤退，部分游兵散勇，留在河网地带，先后拉起两支打着抗日旗号的队伍，一支由田岫山（当地人称田胡子）带领，另一支以陈耀宗为首，此人独眼，故人称陈瞎子，他们曾和日寇接仗大小数十次，结果力量悬殊溃散。当地百姓亦因此而遭受日寇烧杀之灾。这是一九四○年以前的概况。

接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忠义救国军”总部派阮清源率部进驻，並逐步向东渗透，以控制上海西郊广大农村。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大战爆发。留在上海的部分外侨得讯后连夜冲出“租界”至青浦农村，再由当地农民陪送到芦墟、莘塔等地稍事休息。化装后于半夜偷越苏嘉路，经湖州、长兴、泗安，到达广德芦村“忠救军”总部，再送广德田里戈村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部。记得当初有一美侨于晚饭后来到柏垫江苏省第五临时中学，笔者适在学校担任教学工作，晤面后，据他说：“是上海美国花旗银行（直译为纽约市银行）职员，平时养好一匹马，半夜听到短波广播。立即跨马向西郊冲去，到农村遇到游击队岗哨，才一路被护送到总部……”他身穿灰布棉衣裤，足穿平绒棉鞋。总部派一位副官，两匹马，第二天早饭后，送他去上饶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再转送去重庆。但此后从上海逃出来的外侨，没有再到学校，都直接由宁国到上饶。

据当地农民说，当时路过的外侨确有好几个。传说其中有一位是记者，到重庆后写了一篇“脱险记”，记述所历艰险，感谢中国军民所给的帮助，还把芦、莘、厍等地誉之为“小重庆”。文章在国外报纸发表，上海的日酋见到后，十分脑火，立即下令出兵，大举“扫荡”这个地区的“支那兵”。于是，这里的人民，大祸临头，陷入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中了。

四十五年后，我们来到芦墟、莘塔、北厍等地，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调查了关于这次大屠杀的情况，还到深受重灾的村庄走访了村上的父老，其中有目击者，也有亲受其害而幸存者。现将他们的诉说，稍加整理，缕述如下。

二

忠义救国军大约是一九四○年六、七月间来的，番号为“忠义救国军苏嘉湖促进纵队”，司令叫阮清源。这支队伍是淞沪战争后由国民党军统局出面组织起来的，筹建时曾得到杜月笙的支持，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部特将上海外围地区划归它作防区。总部设在皖南广德芦村，总指挥叫马志超，实际上都由军统头子戴笠直接指挥，阮清源，别名亚丞，化名东平，浙江警校特别班毕业，曾当过军统局处长，是戴笠的亲信。阮这次率部东进，不仅受命于军统，还得到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的支持。即这位司令还兼任江苏省第三行政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及吴江县政府的路东（苏嘉路之东）办事处主任等要职。办事处下设军事、民政、经济、教育诸组，经济组在芦墟，其他机构都在莘塔，当然並没有固定驻所，经常流动于镇四周的乡村。组长一般由忠救军成员兼，如阮自己又兼军事组组长，只有民政组，则由当地人凌元培任组长。凌是抗战前的吴江县第六区区长，全区的乡镇长、保甲长，都是他的老部下，堪称人地两熟，故阮特委以重任。凌亦不负厚望，通过他所控制的“抗敌后援会”发动並组织群众为阮部派差收捐，传信放哨。由于凌的密切合作，阮部便很快得以立足。

阮部到达后，也收罗了一批当地人，将队伍编为十七个支队，分驻各地。其实，番号虽多，兵员却很少，虚张声势而已。一九四○年七月，其部属爆破组成员贾维高等三人，曾在嘉善西塘里仁街韩厅茶馆，击毙突然闯进茶馆查“良民证”的日寇小队长林清。同年八月十日，其第一支队艾庆章部又在嘉善长生桥伏击来扫荡的日伪军，激战三小时，打死敌军枪手一名，伤多名。但总的看来，他们和日寇直接交战的次数並不多，这当然与阮是老牌军统有关。他们搞的主要是他们所熟悉的恐吓、暗杀、爆破、策反等隐蔽活动，对象当然又是密探翻译，伪军政头目等汉奸走狗。这在当时也有一定作用，据说和上海相通的秘密水上交通线，就是在暗通青浦伪军的前提下建起的，部分军用物资藏在夹底船里从上海运来。此外，他们也比较重视宣传，芦墟有一所战地学校，名为清华中学，校长方纪林也是忠救军成员，学生近百人，晚上学习，白天从事抗日宣传，相当活跃。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为当时的国庆日，俗称双十节，芦墟镇举行庆祝大会，盛况空前。日寇侵占上海租界，不少青年学生从租界撤出去皖南，途径莘塔、芦墟，与当地青年联欢相庆，亦很热闹。但所有这些，都引起龟缩在附近据点里的日寇的仇视，而且成了它们大肆屠杀群众的借口。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春节后的第七天凌晨），当人们还沉浸在春节团叙的欢乐中的时候，从苏州、吴江、嘉兴、嘉善、青浦等重要据点倾巢而出的千余名日寇，由长谷川、加籐等日酋带领，分乘百余艘机船（形似“蒲鞋”的木船，船上装柴油机，噪声极大，群众称“蒲鞋头”船），以水飞机作掩护，海军陆战队的小炮艇为前导，合击分驻芦、莘、厍、周等地的阮清源部。阮部在毫无回击准备的情况下，遭此突然偷袭，便仓惶失措，不战而溃。而日寇炮艇仍日夜游弋于元荡，三白荡及分湖之上，严密封锁水上交通，大批日寇则驻于各地，挨村挨户，搜捕“便衣队”、“支那兵”，搜缴武器弹药等军用物品，共历时二十天之久。就在这二十天里，凡日寇所到之处，房屋被焚，同胞被戳，资财被掠，真是生灵涂炭、惨绝人寰。

莘塔是这次大屠杀的重灾区，这当然与阮、凌在这里频繁活动有关，尽管他们的行动非常诡秘，但仍然逃不过日寇的耳目。二十一日上午，数百名日寇从芦墟方面蜂拥而至。顿时，商店打烊，住户紧闭，行人奔跑，全镇陷于极度混乱及恐怖之中。日寇驻定后，由汉奸引领，挨户搜索，将青壮年分别驱至北酱园、南水阁凌氏义庄及南栅图坟山三处集中囚禁。然后严刑威逼，肆意残杀。北酱园后面田里，即有十六人被杀害。有个青年叫徐阿龙，见势不妙，冒险跳入北栅漾，准备泅水逃命，结果仍被日寇发现，他还是中弹身亡。关押在南栅的，有三十二人被杀，杀害后连同房子一起被烧，连尸体都无法辩认，可谓惨极。南水阁共关押一百十八人，经汉奸指认，有十二人被分隔，其中有许维桢、顾叔寅、陆德其、陈润生等。许是凌元培家所开的腌腊店里的会计，据说是当时三青团的负责人。顾是莘塔镇镇长，陆是第四保保长。看来早就为汉奸所注意。这十二人被串绑后用机船载至与芦墟交界处推入羊沙坑荡集体溺死。其余一百多人由维持会出面以二千元贿赂翻译，要他代为求情，才幸免于难。但已被关押八天八夜，每天仅发一个饭团，最后天又下了冰雹，饥寒交迫，亦濒于绝境矣。

莘塔周围各村庄，都遭到烧杀之害。其中受害最重也最惨的则要推枫字（丰市）村了。这个地处三白荡边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就在这次大浩劫中成为远近闻名的寡妇村。据钱海金老人回忆，那是农历正月十三日上午，四十多个鬼子兵趁两艘机船来到村上，威逼群众要交出保长。群众怎么敢讲呢！鬼子象野兽一样，狂跳嚎叫，端起刺刀向群众冲来，连同用枪打的，村上十六名青壮年倒在血泊之中，外村来吃喜酒的走亲戚拜年的也被杀了三十多名。丰字村极小，是个四面环水的孤岛，被称为独脚圩，为什么会遭此毒手呢？有人说，这个村在三白荡边，荡对面是北厍，出荡穿过分湖便是嘉善陶庄，忠救军经常过往，有时还在这里住宿。也有人说，初七那天鬼子一到，阮、凌两人立即从北栅撤走，经陈家湾、肖田村，辗转到达丰字，保长张南山就将他们藏进暗室，这是正月十二日的事。十三日上午，日寇便跟踪追捕到此。究竟哪一种说法对，已经无法去查对，但我们却从中看到汉奸之助纣为虐，给人民带来多大的苦难啊！老人钱海金十分悲痛地说：“那年我才十五岁，我家就有四人遇难，我父亲、我伯父被日寇用刺刀戳死，堂兄想逃，一粒子弹丧命，我祖父见此惨状，当然晕倒气死。更苦的是因为村上没青壮年，只剩下老弱妇孺，全年竟被土匪连续抢了十三次，弄得粒米无存，真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啊！”

如今身上还留有六个刀疤的南庄村沈庆余老人，是这次大屠杀的见证人。他说：“正月十六日那天，灰蒙蒙的天，黑沉沉的地，狂风呼啸，乌云翻滚，大雨倾盆。拂晓，一百余日本鬼子分乘两只小汽艇，从东西两个方向把我们包围，用刺刀和枪托把申家浜和南庄的青壮年赶到圣帝庙（现大队办公室）后。当时，我才十八岁，也被鬼子赶去。鬼子们嚎叫着把我们一阵拳打脚踢，在面前架起了重机枪，阴森森的枪口对准了我们这一批手无寸铁的群众；还有的鬼子端着寒光闪闪的刺刀。横眉竖眼，杀气腾腾，把我们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狼心狗肺的鬼子先把村民吴金坤等拉到庙里，以逼问支那兵为名，进行残酷的拷打。不但把人吊在大梁上，还把烧得绯红的链头塞进他们棉衣的领头里，顿时，火焰熊熊，皮肉飞溅，一阵阵痛叫声，呻吟声，惨不可闻。折腾了一会儿，鬼子见问不出名堂，恼羞成怒，乱叫着叽哩咕噜的东洋话，把庙里的人连同我们外面的人一起押到齐膝深的泥水里，机关枪的子弹不断在我们头顶上掠空而过，发出尖厉的嘶叫声。同时在另外一边一气刺杀了五个人。鬼子们狰狞地笑着，把带血的刺刀在我们衣领上擦干净，进行法西斯恐吓。紧接着鬼子队长凶神恶煞似的一声吼叫，残暴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开始了。鬼子们端着刺刀一窝蜂向我们扑来，我们总不能坐着等死，就一轰而起，四散而奔。豺狼成性的日寇四出追杀，我被两个鬼子追上，我虽竭力反抗，但双手难敌双枪，我头上、额上、胸口、喉咙口、耳朵旁连刺了六刀，我倒在血泊中，再也不能动弹了。当时，刀光血影，阴风惨惨。鬼子兵的狼嚎声，被害者的惨叫声，此起彼落，鲜血染红了大地。阴险的鬼子临走时，还一个个地踢打践踏在血泊中的人，看有没有死绝。我强忍住钻心的疼痛，才免遭第二次毒手。这次大屠杀，共杀死十七人，我的父亲、叔叔和村民沈留生、沈井仁等。鬼子们全部走了，我挣扎着站起来，踉踉跄跄走回家，村上到处是一片凄惨的哭声，我因伤势沉重，流血过多，又无钱医治，一直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幸亏未伤要害，又亏乡亲们的照料，调养了好几个月才勉强起床，……”听陪同我们去访问的同志介绍，遭遇与沈庆余老人类似的人，莘塔农村还有。如南灶村的杨连法老人，左臂一刀，背上一刀，倒在河滩边，他还听到血在背上汩汩地流出，幸而没有伤在要害，日寇以为他已死就走了，他才慢慢爬回家，家全被烧了，他又昏过去，后来得救。

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精确的统计，据现在调查，累计该镇乡共死三百余人，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百姓，被烧房屋亦在三百间以上，损失惨重。

芦墟的受害情况，与莘塔不相上下。进袭芦墟的千余日寇是二十一日晨在南栅登岸的。随接拦路抓人，分批押送济和米行及凤祥春茶馆，当夜又移解至义兴祥布店场上集中，共达三百多人。其时已有十多人被绑往东古荡溺死。如上所述，日寇搜捕对象一般为忠救军及保甲长，但在芦墟，除这两种人外，青年学生亦在搜捕之列，而且学校亦因此遭殃。二十三日，日寇焚烧九曲弄小学。当天上午十一时左右，敌寇以搜查忠救军及抗日青年学生为名，将七十二名无辜群众押至张家坟，逐一用刺刀戳死，其中有六（七）人重伤幸存［1］。所属各乡村，尤其是镇北方向的村庄如甘溪、羊沙坑等村，亦都受到蹂躏和摧残。镇乡遇难人数约在二百以上。

北厍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芦墟、莘塔更加偏僻，交通亦更加不便。但忠救军却利用这个条件把它作为重要基地，这里不仅架设电台，还办过训练班，为此，北厍在这次“大扫荡”中成了又一个重灾区。日寇撤走后，单从柳锦明家荷花池里扒出来的尸体就有二百多具。柳锦明是凌元培的岳父，他的住宅是全镇最大的，（当时柳家全部男女老幼都殉难在这幢楼房里，现由镇一个机关所用）日寇的司令部设在这里，白天到四乡抓人，抓来的群众也关在这里。别处，被关押的群众中，都有一些幸免遇难的，但北厍，除了个别如陶桂林趁看守不严偷偷逃跑外。被关押的全部遇害了。还有，全镇的保甲长也都被杀了。听说当时日酋加籐威逼很紧，维持会交出了“保甲簿，”保甲长除了外出就全部被抓。起初要他们指认忠救军，最后也把他们杀了。所以，保甲长的尸体在上面一层。据曾目睹扒捞尸体情状的老人诉说，死者上身衣服都已被剥光，下身少数还穿长裤，多数的只留一条短裤，而旁边一个池塘里全是衣服。天气还很冷，可是因为尸体很多，又挤压在一起，已开始发热腐烂，满池血水，热气腾腾，底层扒上来的尸体已无法辨别，家属只能凭所穿裤子认领。池边满是尸体，死者家属呼天抢地，嚎啕大哭，真是惨不忍睹。（这池子已填平，造了房屋）

二月二十一日，忠救军的几名报务员急忙将收发报机转移到镇西蛇垛港村，接着丢下包括生活用品在内的全部东西匆促撤离了。村上群众怕受牵累，将收发报机藏在棺材里。后来又担心人多嘴杂，走漏风声，决定再转移到独脚圩（小玉圩）埋掉。谁知东西刚装上船，听到远处传来日寇机船声，于是手忙脚乱，把部分物品就掩埋在河岸边，收发报机及一支手枪扔在东长荡里，不料还是被汉奸密报，日寇于三月六日（农历正月二十日）强令群众下水捞枪及收发报机。天冷，荡大、水深，摸了半天，仍一无所获。日寇却迁怒于群众，二十余无辜村民遂又屈死于兽兵屠刀之下。

此外，大胜（柳亚子先生祖居地）、金家湾等村，亦都受害不浅。镇乡总计亦有三百余人遇难。

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日寇由两艘机船载运到达周庄，登岸后散发传单，叫嚣要“扫荡” ，並封锁交通，实行戒严。二十二日一早，大队日寇涌到，分驻南栅米行，北栅及下塘数处民房，全镇架设军用电话线，进入战争状态。二十三日起逐日分批在镇乡劫掠搜查，拘捕数百人关押在南栅桥畔米行内，施以酷刑，年老体弱者，当场惨毙。身强者每日均有数十人被押至东渡里池旁枪杀，遇难同胞亦有二百人之多。

三月八日，日寇分批至各街道敲门叫嚣，並将青壮年全部拦到北栅田里，一在东岳庙边，一在同丰米行外。然后由敌宪兵及特工人员，手持户籍册，盘查核对，直到午后二时解禁，始各回家。当时有个叫张谱生的，被特工指认为“支那兵”，于是被逮，拘至敌宪兵队后受尽酷刑。张却始终回答：周庄军事人员，只有我姓张的一人。第二天，被杀。

综上所述，数以千计的同胞被砍、被戳、被焚、被溺、已足以说明日寇是何等凶残、狠毒。然在调查中，还听到更令人发指的惨杀事件，特附记于下。

听莘塔周桂泉老人诉说：日寇来“扫荡”，茶馆跑堂三妹子（小名，苏北人）也不知为什么被绑在茶馆门口的柱上，然后用开水将他活活烫死。在丰字村，也有个群众是被丢在沸腾的开水锅里烫死的。周桂泉老人还说，又一次，顾其观、凌罗生等八人被日寇拦住，日寇问谁是“支那兵”，凌罗生回答：“没有支那兵，统统是好良民。”话刚说完，日寇就把这八个人强拉去活埋了，连家属都不敢去收尸。还有个叫迮永泉的，被日寇吊在三节架上，然后用火活烧，后因绳断幸免，但已终身残废。

还是这次“大扫荡”中，二月二十七日（农历正月十三日）北厍镇南金家湾莲荡里发生了这样件惨案。二十多名村民被日寇押上农船，船任其在水上飘荡，日寇竟将机船开船马力，向农船拦腰猛冲，将农船撞沉，船上村民纷纷落水。有的立即下沉，有的奋力游向河岸，亲友见此急忙划船抢救。谁知机船上的日寇先是大笑一阵，然后举枪射击，随着枪声团团血水在荡面接连泛起。这样，农船上的村民连同去抢救的亲友共三十多人，就在转瞬之间全部丧生。

最后还要补充一句，就是关于广大妇女的厄运，那更是罄竹难书，只能从略了。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是古人的话，但如果借用来描述这次日寇大屠杀的全过程的话，那是最恰如其分的概括了。这样的历史悲剧，难道还能容许它重演吗？

三

血泪斑斑的惨案，离今已四十五年，很可能国内同胞，了解得很少，就是中年以下的，苏沪一带人士，也不甚清楚。现逢“七·七”芦沟桥事变五十周年，我们不厌其详，访问了很多目睹的和身受其害的老年农民，提起往事，总是声泪俱下，听者无不动容。究竟杀多少人？无法精确统计，从亲历者的口述中，二十天里被害的，估计约有一千五百人左右［2］，而且多数用刺刀戳、军刀砍死的，因为枪声一响，日寇怕游击队员藏匿或走散，影响他继续抓人。从芦墟、莘塔、北厍、周庄整个地区来看，水域超过陆地面积，人口仅四万多，被害者所占比例，也不能算少了。而且受害者以壮年人多，男劳动力多，剩下的是妇婴老弱，从而导致田园荒芜、生产凋蔽的结局，这又是多么可悲的图景啊！

现在日本已成为经济大国，国际关系正在微妙地变化着，他们国内有一些人正利用这个环境变化，已突破一九四五年无条件投降时订下的限制军备规定，一九八八年军事预算要超今年百分之七，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惕，历史的悲剧，决不容许重演！这篇调查记，记述了继南京大屠杀日寇在苏南地区制造的又一次较大规模，血腥的史实，希望能引起人们深思。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承吴江县政协，芦墟、北厍两镇暨莘塔乡的政协小组，芦墟镇镇志编纂办公室，莘塔、北厍的文化中心等单位的有关同志，在交通工具的拨借，档案史料的查阅、座谈会的组织，直接受害者的走访，等等，多方协助，俾克整理成篇，特此志谢。

注［1］ 据县档案馆有关资料统计，遇害于张家坟的军民有一百七十六人。

［2］ 据县档案馆有关资料统计，这次“扫荡”遇难军民共二千三百七十三人。

